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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各省经济在经历快速增长的同时，部门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差距也在不断扩大，而且总生产率

增长越慢的地区，差距越大。通过构建含有农业劳动力流动受阻因子的三部门一般均衡模型，研究部门间生

产率差距及差距缩小对各省产业结构和总生产率的影响。结果显示，部门生产率增长及其模式所产生的收

入效应和替代效应能较好地解释各省市产业结构的转型过程，低增长省份较低的农业和服务业生产率增长

率以及较高的农产品和服务业需求收入弹性共同解释了这些地区农业劳动力流出缓慢且主要进入服务业的

原因。部门间生产率收敛，尤其是服务业生产率提高，将会促使农业劳动力更多地流入工业部门并大幅提高

各省总生产率增速，从而消除一些省份的增长减速，并使低增长省份保持快速增长。因此，保持经济稳定增

长的关键是将农业和服务业的生产率提高到当前发展阶段应有的水平。另外，每个省份部门间生产率的收

敛也有助于大幅度减少省际经济增长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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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自 1978 年以来，与中国各省市( 区) 经济快速增长相伴随的是每个省部门之间增长的不平衡程度

日益加剧。几乎所有省份都是工业劳动生产率( 实际劳均 GDP) 增长最快，服务业次之，农业生产率增

长最慢，这将导致农业和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与工业生产率的差距越来越大。从 1978—2015 年，各省

农业与工业相对生产率的平均值从 0． 34 下降到 0. 11，服务业与工业相对生产率的平均值从 0. 96 下

降到 0. 53。各个省份部门间生产率增长不平衡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总生产率增长越慢的地区，部门

之间的生产率水平差距越大。理论上，劳动力和其他资源在部门间流动会使各个部门的生产率趋于

一致，即各部门生产率应该收敛，然而实际并非如此，部门生产率不平衡增长现象在世界各国普遍存

在，尤其是在发展中经济体［1-4］。当前中国各省部门生产率发展模式的问题在于，与世界经济的增长

经验比较，各地区部门之间的生产率差距远远超过了在当前发展阶段应有的差距。例如，Gollin et
al．［1］对 151 个经济体自 1985 年以来的部门生产率分析结果显示，农业与非农业部门的生产率之比平

均约为 1 /3，如果考虑到部门劳动时间和人力资本因素，农业与非农业部门的生产率差距降低到 1 /2
左右，而高收入经济体的部门生产率差距则完全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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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生产率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意味着资源存在错配，将劳动力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转移到较

高的部门有助于提高总生产率，这种收益对于部门生产率差距较大且具有较高农业劳动份额的低增

长地区作用更大。从这个角度看，理解部门生产率关系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有助于合理地配置资

源。另外，分析部门生产率也有助于解释不同地区经济增长的差异，因为部门生产率增长及其差异会

对产业结构和总生产率产生影响。基于上述原因，本文将分析各省农业和服务业与工业生产率的比

例收敛到当前发展阶段的平均水平对产业结构和总生产率的影响。
早有文献指出，发展中经济体农业和非农业部门之间在收入和生产率方面存在显著的差距［5-6］，

经济发展过程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劳动力从生产率较低的农业部门流入到生产率较高的现代非农业

部门［5，7］，近期的研究则试图更准确地衡量农业生产率的差距以及差距产生的原因。一些研究者认

为，对农业部门人力资本以及增加值等方面的衡量不够准确从而夸大了农业生产率差距［8］。然而，

Gollin et al．［1］的计算表明，即使考虑了部门劳动时间和人力资本差异，农业生产率差距仍然巨大。农

业生产率较低的原因可能在于一国的技术水平、基础设施、制度环境等基本因素以及农业部门使用高

技术投入品存在障碍［9］，也可能在于劳动者基于不可观测技术的自我选择和人力资本的差异［10］。随

着产业结构的服务化，研究者开始关注服务业与工业之间的关系及其影响，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就是

“鲍默尔效应”［11-13］，即服务业的生产率低于工业，劳动力从工业流入到服务业将会使总生产率增长放

缓。但是，这种分析忽略了反向因果，即低生产率的工人可能自我选择地进入了服务业。另外，各国

发展经验显示，服务业与工业的相对生产率关系会随时间而发生变化，在经济发展初期，制造业发展

刚刚起步，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会高于制造业，随后慢慢收敛［2］。以上文献并没有定量分析如果消除

了部门生产率差距会对经济产生何种影响，本文试图弥补这一不足。
在方法上与本文密切相关的文献是对产业结构转型原因的研究。近年来，国际上研究产业结构

转型原因的文献大量涌现，试图把单部门的新古典增长模型扩展为多部门模型，以同时包含平衡增长

路径和产业结构转型。考虑到难以满足平衡增长路径的所有条件，目前的产业结构转型理论只保留

了其中的实际利率不变，并称为广义的平衡增长路径［14］。总体上看，解释产业结构转型原因的理论

可以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文献强调基于非位似偏好的收入效应，认为不同部门的产品具有不同的收入

需求弹性，随着收入的提高，人们会更多地消费那些具有更高收入弹性的商品，从而导致资源在不同

部门之间的重新配置［15-19］。第二类文献强调基于相对价格变化的替代效应，该理论认为，由于不同产

业之间产品的替代弹性不同，相对价格变化就会导致资源在不同部门之间的流动; 相对价格的变化可

能源自不同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差异［20］，也可能源自投入品相对价格的变化［8，12，21］。第三类文献

则同时考虑了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认为产业结构转型的推动力来自部门生产率增长及其差异所产

生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4，22-23］。
本文扩展了 Duarte and Ｒestuccia［3-4］的研究，构建出一个含有农业劳动力流动受阻因子的三部门

一般均衡模型，并用该模型校准了 1978—2015 年 31 个省市的产业结构转型过程，然后使用基准模型

进行了反事实实验。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在于: 第一，系统分析了中国各省产业结构转型的推动力，

从而解释不同地区产业结构出现差异的原因( 尤其是低增长地区产业结构转型缓慢和不合理的原

因) ; 第二，通过基准模型定量分析了部门之间生产率收敛对产业结构和总生产率的影响，为持续发展

提供了一个新思路; 第三，为评价产业政策提供了一个定量分析工具，使得相关部门在制定产业政策

时需要考虑产业结构对总生产率的影响。
二、部门之间生产率关系的变化特征

( 一) 数据来源

中国各省部门增加值和劳动力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2016) 》《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 1949—2008) 》和各省的统计年鉴( 1983—2016 ) 。由于统计年鉴中公布的三次产业增加值为名义

值，我们根据年鉴中历年的生产总值指数( 上一年 = 100) ，将名义增加值转换为以 2005 年价格表示的

实际增加值。天津、浙江、重庆和甘肃 4 个省市的部门劳动力可获得的数据始于 1985 年，我们根据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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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5 年三次产业劳动份额逆序列的平均变化率反向推出 1978—1984 年其部门劳动份额和劳动力，使

用同样方法但是方向相反的序列估算出陕西( 2011—2015 年) 和黑龙江( 2012—2015 年) 三次产业的

劳动力数量。由于本文分析的是长期趋势，因此对各省数据进行了 Hodrick-Prescott 滤波，平滑参数选

取 100。总劳动生产率等于农业( a) 、工业( m) 和服务业( s) 三个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加权之和，权重为

劳动份额。国际数据来自 GGDC 10-Sector Database 和 PWT9． 0［24］。
( 二) 部门间生产率关系的国际经验

各国的部门生产率增长经验表明，由于资本密集度较高，采掘业和水电气供应等非制造业工业具有

最高的劳动生产率，其次是制造业，然后是服务业，而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最低。但是在经济发展初期，制

造业发展刚刚起步，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会高于制造业，随后慢慢收敛［2］。大多数文献的分析结果显

示，农业与非农业的生产率差距随着收入提高而下降［1，9］。但是，Young［10］在加入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

后发现，这种关系消失了。这意味着，农业生产率差距与收入的负相关关系更适用于收入相对较高的国

家，基于这个原因，我们选择高收入经济体的发展历程作为中国各省部门生产率关系的参照标准。

图 1 1950—2010 年 14 个高收入经济体的部门相对生产率

注: 部门劳动生产率按照 2005 年不变价格计算，ram 和 rsm 分别表示农业和服务业与工业的相对生产率，总劳动

生产率( y) 用 2011 年美元表示，log(·) 表示取自然对数; 14 个高收入经济体分别是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新加

坡、日本、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荷兰、西班牙和丹麦。

图 1( 1) 显示，农业与工业的相对生产率与总生产率之间存在微弱的正相关关系，换言之，随着总

生产率提高，农业生产率差距缓慢减小。目前高收入经济体农业与工业的相对生产率达到 60% 左右。
由图 1( 2) 可以看出，服务业与工业的相对生产率随经济增长下降较快，当总生产率水平较低时，服务

业生产率远高于工业生产率，但随着经济增长又会逐渐收敛到工业生产率水平。
( 三) 各省部门间生产率关系的变化特征

图 2( 1) ～ ( 2) 显示，从 1978—2015 年，各省的部门相对生产率变化呈现两个非常显著的特征: 一

是随着经济增长，几乎所有地区农业和服务业与工业的相对生产率都大幅下降。具体来说，除了甘

肃，其他省份农业与工业的生产率差距都在扩大，平均相对生产率从 0． 34 下降到 0． 11; 除了陕西、河
南、河北、新疆和西藏，其他各省服务业相对生产率也都在下降，平均值从 0． 96 下降到 0． 53。二是总

生产率增长越慢的地区，农业和服务业与工业的相对生产率越低( 即部门生产率差距越大) ，这种趋势

在 2015 年加强了。
图 2( 3) ～ ( 4) 是 2015 年各省农业和服务业与工业相对生产率的实际值和理论值，理论值是指将

各省 2015 年实际总生产率( 用 2011 年美元表示) 代入图 1 中拟合线方程得到的比例，表示各个发展

阶段的平均水平。我们得到的农业相对生产率的理论值与 Gollin et al．［1］使用 151 个国家的计算结果

非常接近，在当前的生产率水平，各省农业与工业的相对生产率应该在 1 /3 左右，但是除了浙江，其他

所有省份的农业相对生产率都远远低于理论值。农业生产率增长缓慢不仅会延迟工业化进程，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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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978 年和 2015 年各省农业和服务业与工业的相对生产率

注: 各省按照实际生产率的年度复合增长率从高到低依次排列，部门生产率选择 2005 年为基期并进行了 HP 滤

波，因此实际生产率增长率与各省统计年鉴公布的实际增长率略有差别。ram 和 rsm 分别表示农业和服务业与工业的

相对生产率; data 表示各省相对生产率的真实值; model 是将各省 2015 年实际总生产率( 用 2011 年美元表示) 代入图

1 中拟合线方程得到的比例。

导致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原因［10］。本文分析表明，低增长省份产业结构转型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农业

劳动力大量地进入服务业。根据国际经验，各省当前的服务业生产率水平应该不低于工业生产率，然

而除了广东、浙江和上海，其他省份的服务业生产率与工业生产率之间仍存在较大差距。另外，除了

浙江和上海，其他所有省份的服务业相对生产率也远低于理论值。总之，对于中国的绝大多数省份来

说，农业和服务业与工业的生产率差距远高于目前发展阶段的实际平均水平。
三、产业结构转型的推动力分析

为了适应中国各省产业结构转型的具体特征，我们对 Duarte and Ｒestuccia［3-4］的三部门一般均衡

模型进行了扩展，加入一个时变参数以反映农业劳动力跨部门流动受阻情况。在该模型中，有两种力

量推动劳动力在部门间流动: 即基于非位似偏好的收入效应和基于工业与服务业部门的替代效应。
( 一) 企业

在每一时期，经济生产三类商品: 农产品( a) 、工业品( m) 和服务( s) 。每个部门都存在大量同质

企业展开竞争，生产函数采用如下规模报酬不变形式:

Yi = AiLi， i∈ { a，m，s} ( 1)

式中，Yi、Ai 和Li 分别表示部门 i的产出、劳动生产率和劳动投入量; Ai 反映了部门 i的技术水平。在竞

争性的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上，给定部门 i 的商品价格 pi 和工资率wi，企业选择要素投入使利润最大化:

max
Li≥0

{ piAiLi － wiLi} ，i∈ { m，s} ( 2)

农产品是竞争性市场，但是农业劳动力跨部门流动受到约束，剩余劳动力的存在或者某些制度因

素使农业部门的工资低于非农部门，农业劳动力成本较低将会促使农业部门更多使用劳动力代替资

本，因此不利于现代技术的运用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我们假设农业部门的劳动力收入为非农部门工

资率的一个比例 h( 0 ＜ h≤ 1) ，那么，农业部门生产者的问题转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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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
La≥0

{ paAaLa － hwLa} ( 3)

式中 w 表示非农部门的工资率，用工业和服务业的平均工资率来衡量。随着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

的减少，收入也将随之变化，即工资比例 h 不会固定不变，而是取决于劳动力的流动状况以及政策、制
度环境，它是一个时变参数。在式( 3) 中，农村劳动力流出越困难，收入越低，则 h 越小。

( 二) 家庭

假设经济由无限期界的家庭组成，且家庭规模不变，代表性家庭每期无弹性地提供 L 单位的劳动

量，由于规模不变，可以将家庭的劳动量标准化为 1。将总劳动量 L 标准化为 1，各个部门的劳动力数量

就是劳动比例了。家庭的总效用和每期的效用函数分别为:

∑
!

t = 0
βtu( ca，ct ) ，β∈ ( 0，1) ( 4)

u( ca，t，ct ) = αln( ca，t － a－ ) + ( 1 － α) ln( ct ) ，α∈［0，1］ ( 5)

这种包含非位似偏好项的 Stone-Geary 效用函数在近年来研究产业结构变化的文献中被广泛采

用［17，22］。式中 β表示贴现率; ca，t 表示 t时期家庭消费的农产品; a－ ＞ 0 表示农产品需求收入弹性小于1，

a－ 越大表示需求收入弹性越小，a－ ＜ 0 表示农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大于 1，a－ = 0 则表示需求收入弹性

为 1; α 是参数; ct 表示工业品( m) 和服务( s) 的消费组合。

ct = ［bcρm，t + ( 1 － b) ( cs，t + s－ ) ρ］1 /ρ，b∈［0，1］，ρ ＜ 1 ( 6)

参数 b 表示工业品在消费中的份额; 参数 ρ 反映了工业品和服务业之间的替代弹性。若 ρ ＞ 0，说

明工业和服务业之间存在较高的替代弹性，ρ ＜ 0 则说明替代弹性较低。如果 s－ ＞ 0，它使得服务品的

需求收入弹性大于 1，即在收入较低时，以较少的资源用来提供服务，随着收入提高，以较多的资源用

来提供服务，非位似项 s－ 越大，需求收入弹性越高。如果 s－ ≤ 0，则意味着服务品的需求收入弹性小于

或者等于 1。模型不考虑跨期选择，给定每一期的价格和工资率，家庭会选择一定消费数量使自己在该

时期的效用最大化:

max
ci≥0

{ αln( ca － a－ ) + ( 1 － α) 1
ρ
ln［bcρm + ( 1 － b) ( cs + s－ ) ρ］}

s． t． paca + pmcm + pscs = w( L － La ) + hwLa
( 7)

( 三) 均衡

在每一时期市场出清时，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等于劳动供给，以及家庭对商品的需求等于产出:

La + Lm + Ls = 1 ( 8)

ca = Ya，cm = Ym，cs = Ys ( 9)

在均衡时，企业选择劳动力使其利润最大化，根据式( 2) 可以得到工业和服务业企业的一阶条件，

即劳动的边际产品价值等于工资率，将工资率标准化为 1，该条件表示如下:

pi = 1
Ai

， i∈ { m，s} ( 10)

该条件意味着部门 i的价格与该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反相关。同样将市场的工资率标准化为1，得到

农业部门生产者的一阶条件:

pa = h
Aa

( 11)

式( 11) 表明，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会降低农业部门的边际产出价值: 给定价格，农业劳动生产率下

降; 给定劳动生产率，农产品的价格下降。根据式( 7) 计算出家庭的一阶条件并结合市场出清条件可

以得到农业部门的劳动投入份额:

La = ( 1 － α) h
( 1 － α) h + α

× a－
Aa

+ α
( 1 － α) h + α

× 1 + s－
A( )

s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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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α = 0，说明家庭每期消费的农产品数量都是 a－，农业的劳动份额仅仅依赖于农业劳动生产

率的变化; 当 α ＞ 0 以及农业和服务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持续上升时，农业部门的劳动份额将会逐渐

下降并收敛于α /［( 1 － α) h + α］，效用函数中的非位似偏好项渐进地对劳动分配失去作用。最终，每单

位劳动的农产品产出和消费的增长率与生产率的增长率相同。
根据家庭的一阶条件并结合式( 12) 可以得到工业部门的劳动投入份额:

Lm =
1 － La + s－ /As

1 + x ，x = b
1( )－ b

1 / ( ρ－1) Am

A( )
s

ρ / ( ρ－1)

( 13)

式( 13) 意味着，长期的工业部门劳动力份额取决于效用函数中的偏好参数 α、b、ρ 以及工业和服

务业的相对劳动生产率。同时式( 13) 反映了决定劳动力在工业和服务业部门流动的两种力量: ( 1) 假

设偏好是位似偏好( 即 s－ = 0) ，那么，Lm /Ls = 1 / x，工业和服务业部门的劳动力流动仅仅取决于这两

个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差异。当两个部门的商品替代弹性较低时( ρ ＜ 0) ，劳动力会从生产率增长率较

高的部门流入生产率增长率较低的部门。例如，工业生产率的相对提高会导致劳动力从工业流入服务

业，这与大多数工业国家的发展现实相吻合。而当替代弹性较高时( 0 ＜ ρ ＜ 1) ，劳动力会从生产率增

长率较低的部门流入生产率增长率较高的部门。( 2) 假设偏好是非位似偏好( 即 s－ ＞ 0) ，服务业具有

更高的收入需求弹性。当工业和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相同( 或者 ρ = 0 时) ，那么两个部门生产率

的提高将会导致劳动力从工业流入服务业。当 ρ ＜ 0 时，如果工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相对于服务业来

说有所提高，劳动力会从工业流入服务业; 如果工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相对于服务业来说有所降低，

劳动力流动不确定。当工业和服务业替代弹性较高( ρ ＞ 0) 时，如果工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相对于服

务业来说有所提高，劳动力流动不确定; 如果工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相对于服务业来说有所降低，劳

动力会从工业流向服务业。
总之，各部门生产率增长及增长差异所产生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推动了产业结构的转型，而每

个地区的参数决定了该地区固有的产业结构转型模式。如果 h = 1，那么式( 12) 为:

La = ( 1 － α) a－
Aa

+ α( 1 + s－
As

) ( 14)

工业劳动份额 Lm 具有与式( 13) 同样的形式，但是其中的 La 使用的是式( 14) 的计算结果，这就是

Duarte and Ｒestuccia［4］的模型。在下文的校准时我们将式( 14) 所表示的模型作为模型Ⅰ( h = 1 ) ，而

将加入阻力因子( 式( 12) ) 的模型作为模型Ⅱ( 0 ＜ h≤1) 。
四、各省产业结构转型及其差异的原因

( 一) 产业结构转型校准

本文仅使用模型Ⅱ对 1978—2015 年各省的产业结构转型过程进行校准，即选择参数数值使模型

的均衡值符合该地区产业结构变化的特征以得到基准模型。
图 3 给出了所有省份产业结构转型过程的真实值和校准值，而表 1 给出了所有地区的校准参数。

从图 3 可以看出，模型Ⅱ良好地拟合了各省产业结构的转型过程，这再次说明中国各省产业结构转型

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部门生产率增长及其差异所产生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由于图 3 是按

照各省实际总生产率的年度复合增长率从高到低依次排序，从中可以发现产业结构转型确实存在一

些明显的规律。
简言之，低增长地区的产业结构转型主要呈现两个重要特征: 一是农业劳动份额下降非常缓慢;

二是从农业部门流出的劳动力主要进入了服务业使得工业劳动份额增速缓慢。因此，低增长地区一

直具有较高的农业劳动份额和较低的工业劳动份额，而高增长地区则正好相反。尽管劳动力从生产

率增速较低的农业流入服务业会提高总生产率增长率，但是，由于绝大多数省份都是工业生产率增长

最快，因此，那些服务业劳动份额上升较快的地区，生产率增速通常低于那些工业劳动份额增加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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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1978—2015 年 31 个省( 市、自治区) 产业结构变化过程及其校准( 模型Ⅱ)

注: 图中 lidata 和 limodel( i = a，m，s) 分别表示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劳动份额的真实值和校准值。

的地区。要促进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不仅要提高这些地区的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更要优化其产

业结构，否则生产率增长和产业结构变化的相互作用很可能会导致落后地区陷入贫困的恶性循

环［17］。如果劳动力从工业流入服务业，那么这些地区将会经历结构性减速( 如北京、上海、天津和东

北三省)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各省不同的产业结构转型过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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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产业结构转型模式分析

表 1 中校准参数的不同反映了各地区产业结构转型速度和模式的不同，具体的参数数值可以解

释不同地区产业结构转型的差异。农产品的收入效应方面，除了黑龙江，其他地区的非位似偏好项都

为正且相当高，也就是说绝大多数地区农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都小于 1。总体上看，东北三省的参数

数值都远远小于其他地区，这意味着农业生产率提高对这些地区农业劳动力的流出影响幅度较小，这

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东北地区农业部门劳动力份额下降较为缓慢的原因。服务业的收入效应方面，

除了广东、广西( s－ ＜ 0) 、浙江和山东( s－ = 0) ，其他地区服务业的非位似偏好项也都为正，意味着绝

大多数地区服务业的需求收入弹性都大于 1。替代效应方面，除了新疆和西藏，其他地区的替代弹性

参数 ρ 非正，这表明绝大多数地区工业和服务业之间的替代弹性较低，劳动力会从生产率增长率较高

的部门流入生产率增长率较低的部门，而新疆和西藏的劳动力则从生产率增长率较低的部门流入生

产率增长率较高的部门。

表 1 校准参数( 模型Ⅱ)

地区
校准参数

α b ρ a－ s－
地区

校准参数

α b ρ a－ s－

江苏 0． 12 0． 80 － 5． 00 0． 69 0． 05 湖南 0． 31 0． 52 － 1． 00 0． 68 0． 04
广东 0． 14 0． 59 － 0． 20 0． 72 － 0． 01 辽宁* 0． 25 0． 22 － 1． 50 0． 14 0． 42
重庆 0． 26 0． 50 － 0． 80 0． 67 0． 04 江西 0． 23 0． 50 － 0． 30 0． 74 0． 01
浙江 0． 07 0． 97 － 1． 50 0． 56 0． 00 新疆 0． 43 0． 31 0． 10 0． 37 0． 20

内蒙古 0． 37 0． 26 － 0． 50 0． 38 0． 22 北京* 0． 01 0． 00 － 5． 40 0． 26 0． 90
山东 0． 23 0． 59 － 0． 80 0． 76 0． 00 甘肃 0． 53 0． 33 － 0． 50 0． 74 0． 07
福建 0． 16 0． 50 0． 00 0． 72 0． 02 安徽 0． 21 0． 51 － 0． 50 0． 79 0． 02
海南 0． 40 0． 13 － 1． 00 0． 67 0． 04 广西 0． 46 0． 91 － 2． 00 0． 73 － 0． 03
陕西 0． 28 0． 57 － 2． 50 0． 61 0． 05 山西 0． 22 0． 39 － 2． 50 0． 53 0． 09
四川 0． 32 0． 44 0． 00 0． 74 0． 02 云南 0． 45 0． 16 － 1． 50 0． 68 0． 09
天津 0． 06 0． 56 － 1． 00 0． 18 0． 21 宁夏 0． 39 0． 34 － 0． 40 0． 42 0． 18
河南 0． 31 0． 52 0． 00 0． 77 0． 01 吉林* 0． 36 0． 32 － 0． 80 0． 01 0． 30
湖北 0． 32 0． 47 － 1． 50 0． 65 0． 05 西藏 0． 29 0． 32 0． 20 0． 75 0． 03

上海* 0． 00 0． 02 － 25． 00 0． 34 0． 31 青海 0． 22 0． 74 － 2． 00 0． 63 0． 03
河北 0． 25 0． 50 － 0． 70 0． 71 0． 03 黑龙江* 0． 36 0． 05 － 3． 00 － 0． 03 0． 47
贵州 0． 55 0． 39 － 0． 50 0． 58 0． 05

注: 按照各省实际总生产率增长率从高到低进行排序，带有“* ”的地区表示由于产业结构服务化导致该地区生产

率增长较慢。

从表 1 还可以发现，不同增长类型的地区，位似偏好项的数值存在明显差别。位似偏好项的不同意

味着农业和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对不同地区农业和服务业劳动力流动的影响程度不同。总体上看，高

增长地区的 a－ 普遍较高，s－ 普遍较小; 低增长地区则恰恰相反，尤其是产业结构服务化的地区( 表 1 中

加“* ”的地区) ，出现大量劳动力从工业流入服务业，这表明高增长地区对农产品和服务业的收入需求

弹性较低，而低增长地区则对二者的收入弹性较高。对农产品的收入需求弹性较高，以及较低的农业和

服务业生产率增长率共同解释了低增长地区农业劳动力缓慢下降的原因。对服务业的需求收入弹性较

高意味着服务业生产率提高将会吸引更多劳动力流入，而工业与服务业之间较低的替代弹性使工业生产

率增长快于服务业生产率时，劳动力会从工业流入服务业。因此，服务业生产率增长率低于工业生产率

增长率以及较高的服务业收入需求弹性共同解释了低增长地区产业结构转型的服务化。
简言之，较高的农产品和服务业需求收入弹性，以及较低的农业和服务业生产率增速所产生的收

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共同解释了低增长地区产业结构转型的缓慢和不合理。这个结论的含义是，需要

提高低增长地区的农业和服务业( 特别是相对于工业) 劳动生产率增速才能降低农业劳动份额，提高

其工业劳动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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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部门生产率增长对产业结构和总生产率的影响分析

本部分使用模型Ⅱ校准得到的基准模型进行反事实实验，第一类实验用来观察每个部门生产率

增长对不同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和总生产率变化的作用机制，以及不同部门和地区生产率增长差异对

劳动力配置和总体生产率的影响; 第二类实验用来观察各省内部门之间生产率收敛到理论值对本地

区产业结构转型和总生产率增长的影响。
( 一) 部门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机制

假设各地区任意一个部门的生产率增长率等于 0，其他部门的生产率保持原来的增长率，以观察

每个部门生产率增长对本地区劳动力流动和总生产率所产生的作用。为了观察部门生产率变化对不

同增长类型地区的影响，我们依据总生产率增长率的高低将 31 个省市划分成 3 个组别: 高于均值的

增长组( 简称高增长组，共 11 个) 、均值组( 仅河南 1 个) 和低于均值的增长组( 简称低增长组，共 19
个) ，然后按照低增长组产业结构转型和生产率增长的具体特征，又将其划分成 3 个组别: 高替代弹性

组( 新疆和西藏的替代弹性参数 ρ 为正) 、结构减速组( 北京、上海和东北三省) 和其他 12 个地区。图

4 显示了每个地区 3 个部门劳动份额和总生产率变化率的实验值和真实值，表 2 给出了劳动份额和总

生产率变化的平均值。

表 2 部门生产率增长、劳动力流动和总生产率增长率变化 %

劳动份额变化 生产率变化

农业 工业 服务业 增长率 变化

全部地区
( 31)

真实值 /校准值 － 36． 6 / － 36． 6 8． 8 / 8． 9 27． 9 /27． 7 8． 6 /8． 6
实验 γa = 0 － 2． 7 － 5． 5 8． 2 6． 1 － 28． 5

γm = 0 － 36． 6 29． 6 7． 0 5． 0 － 42． 0
γs = 0 － 34． 0 － 3． 5 37． 5 5． 8 － 32． 6
γi = γ

AV － 40． 8 15． 1 25． 7 9． 7 14． 6

高增长组
( 11)

真实值 /校准值 － 43． 7 / － 43． 7 15． 7 / 15． 9 28． 0 /27． 8 9． 6 /9． 6
实验 γa = 0 － 1． 4 － 4． 1 5． 5 6． 8 － 29． 3

γm = 0 － 43． 7 36． 4 7． 3 5． 5 － 42． 4
γs = 0 － 42． 4 － 0． 5 42． 8 6． 6 － 31． 0
γi = γ

AV － 46． 5 21． 6 24． 9 9． 7 1． 2

均值组
( 1)

真实值 /校准值 － 45． 9 / － 45． 9 23． 4 /23． 4 22． 5 /22． 5 8． 5 /8． 5
实验 γa = 0 － 0． 3 － 0． 3 0． 6 4． 7 － 44． 7

γm = 0 － 45． 9 29． 7 16． 2 5． 8 － 31． 8
γs = 0 － 45． 6 17． 1 28． 5 7． 1 － 17． 1
γi = γ

AV － 50． 9 25． 9 25． 0 10． 4 22． 1

高替代弹性组
( 2)

真实值 /校准值 － 34． 0 / － 34． 0 5． 1 /5． 1 28． 9 /28． 9 7． 8 /7． 8
实验 γa = 0 － 5． 0 － 2． 3 7． 3 5． 5 － 30． 3

γm = 0 － 34． 0 1． 0 33． 0 6． 5 － 16． 1
γs = 0 － 29． 5 14． 4 15． 2 7． 2 － 7． 8
γi = γ

AV － 40． 6 8． 4 32． 1 9． 3 20． 7

结构减速组
( 5)

真实值 /校准值 － 19． 5 / － 19． 5 －12．9 / －12．7 32． 4 /32． 3 8． 0 /8． 0
实验 γa = 0 － 7． 5 － 16． 3 23． 8 7． 4 － 6． 5

γm = 0 － 19． 5 27． 6 － 8． 1 3． 6 － 54． 5
γs = 0 － 12． 2 － 30． 3 42． 5 3． 7 － 53． 2
γi = γ

AV － 20． 8 － 7． 6 28． 3 8． 8 11． 2

其他地区
( 12)

真实值 /校准值 － 37． 0 / － 37． 0 10． 9 /10． 9 26． 1 /26． 1 8． 0 /8． 0
实验 γa = 0 － 1． 7 － 3． 3 5． 0 5． 2 － 35． 2

γm = 0 － 36． 9 29． 0 7． 9 4． 7 － 41． 5
γs = 0 － 35． 2 0． 2 35． 1 5． 5 － 31． 0
γi = γ

AV － 43． 1 18． 9 24． 2 10． 1 26． 6

注: γi ( i = a，m，s) 和 γAV分别表示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生产率增长率及其总生产率增长率的平均值，最后一列的

“变化”是指实验值相对于真实生产率增长率的变化率，第一列小括号内数字为该组包含的地区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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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显示，31 个省市自 1978 年以来农业劳动份额平均下降了 37%，工业和服务业劳动份额分别

上升了 9%和 28%。各个地区产业结构转型的速度和模式差距很大，较之低增长地区，高增长地区和

均值增长地区的农业劳动份额下降更快，工业劳动份额也增加更快。结构减速组的农业劳动份额下

降最慢，其中主要是由于东北三省的农业劳动份额下降过慢所致( 这 3 个地区农业劳动份额平均下降

了 15% ) 。除了结构减速组，其他低增长地区的农业劳动份额也下降较慢且主要流入服务业。总之，

低增长地区的产业结构转型不仅速度较慢，而且也不合理，所以我们有必要继续观察产业结构转型的

推动力。

图 4 部门劳动生产率变化的影响机制

注: 图中 dlimodelj( i = a，m，s) 和 dymodelj分别表示第 j( j = 1，2，3，4) 种假设下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劳动份额变化

量和总生产率增长率的模型值( % ) ; dlidata( i = a，m，s) 和 dydata分别表示农业、工业、服务业劳动份额变化量和总生

产率增长率的真实值( % ) ; γi ( i = a，m，s) 和 γAV 分别表示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生产率增长率及其总生产率增长率的

平均值。

首先考虑农业生产率增长率等于零( γa = 0) 的影响。从图 4( 1) 可以非常直观地看出，农业部门

生产率无增长将会对产业结构和总生产率产生显著影响。除了黑龙江，其他地区农产品的需求收入弹

性都小于 1( 表 1) 。因此，农业生产率不增长会使农业部门的劳动力流出量大幅减少，农业劳动份额平

均将下降 2． 7% ( 而不是下降 36． 6% ) ，与此相应，工业劳动份额将减少 5． 5%，服务业劳动份额仅仅上

升 8. 2%，这使得所有地区的总体平均生产率增长率下降了 28． 5%。其中，均值组受到的影响最大，农

业劳动份额仅仅下降0． 3%，导致总生产率增长率下降45% ; 结构减速组则受到的影响最小，总生产率

增长率仅仅下降不足 7%。总体上看，农业部门的发展对各省产业结构转型产生了最为重要的影响，农

业生产率提高以及由此释放的劳动力解释了中国生产率增长的近 30%。
其次分析工业生产率增长率等于零( γm = 0) 的影响。图 4( 2) 显示，工业生产率变化对农业部门

劳动力的流动没有作用力，但是推动了工业和服务业部门之间的资源转移。表1 中的校准参数表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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疆和西藏的替代弹性较高( ρ ＞ 0) ，福建的替代弹性为 1( ρ = 0) ，其他地区的替代弹性都较低( ρ ＜
0) ，因此除了上述 3 个地区，工业生产率不增长使得大部分劳动力从服务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由

于各地区工业和服务业的替代弹性以及收入弹性不同，工业和服务业劳动份额的变化也不相同。劳动

力流入没有增长的工业部门使得所有地区的生产率增长率平均下降了 42% ( 表 2) 。工业生产率不增

长对结构减速组影响最大，极低的替代弹性使劳动力大量从服务业流入工业，导致总体生产率增长率

平均下降 55%。工业生产率增长在北京、上海和东北三省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与这些地区经济

发展的实践一致。工业( 或者服务业) 生产率增长率等于 0 时，高替代弹性组的总生产率变化不大，这

是因为较高的替代弹性使劳动力从低增长部门流入高增长部门，抵消了生产率不增长的负向影响。
再次，服务业生产率无增长( γs = 0) 同样会对产业结构和生产率增长率产生重要影响。由于收入

效应的存在，服务业生产率不增长使农业部门的劳动力流出数量小幅下降，而替代效应使工业和服务

业部门的劳动力流动发生巨大变化，服务业部门吸引了更多的劳动力流入，工业部门的劳动份额则下

降了 3. 5%，总体生产率增长率平均下降了 33% ( 表 2 和图 4 ( 3) ) 。其中，结构减速组受到的影响最

大，导致总生产率平均下降 53%。正是服务业生产率的增长抑制了结构减速组产业结构的进一步服

务化，因此，提高服务业生产率增速有助于优化这些地区的产业结构并有效提高其生产率增长率。
最后，假设所有地区和所有部门的生产率增长率都等于全部地区总生产率增长率的均值( γi =

γ总体) ，以观察不同地区不同部门生产率增长差异的影响。这种部门生产率增长模式及由此导致的产

业结构变化，基本上消除了各地区增长差异，除了结构减速组，其他组别的总生产率增长率平均值都

提高到 10%左右( 表 2) 。需要注意的是，即使 3 个部门的生产率增速都等于均值，结构减速组中东北

三省的总生产率增长仍然缓慢( 图 4( 4) ) 。原因在于即使 3 个部门生产率增速相同也无法改变东北

地区产业结构服务化的趋势，因此要使服务业生产率增长率快于工业生产率增长率才能促使其产业

结构合理转型。
上述反事实实验结果表明，自 1978 年以来，三次产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推动了中国各地区

的产业结构转型，从而对总生产率产生了重要影响。随着 3 个部门生产率的增长，对农产品缺乏收入

弹性解释了农业劳动力的跨部门流动，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则解释了劳动力在工业部门和服务业部

门之间的流动，其中替代效应占据主导地位。农业生产率提高对各省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最大，促使

劳动力从农业大规模地流入工业和服务业，对各地区生产率的提高作出近 30%的贡献; 而工业生产率

提高对总生产率影响最大，解释了总生产率增长的 42% ; 服务业增长总体上解释了生产率增长的

近 33%。
( 二) 部门生产率收敛的影响

我们接着分析农业和服务业与工业的相对生产率收敛到图 2( 3) ～ ( 4) 所示的理论值将会对各省

产业结构转型和总生产率增长产生什么影响。几乎所有省份农业和服务业的相对生产率都远远低于

理论值，因此收敛到理论值意味着农业和服务生产率提高了。
由于存在收入效应，农业生产率增长率提高会促使农业劳动力流出，因此，农业相对生产率收敛

到理论值使所有地区的农业劳动份额均值进一步下降了 4% ( 表 3) 。由于服务业的需求收入弹性较

高，因此有较多的农业劳动力流入服务业，使各地区总生产率增长率平均值从 8． 6% 上升到 9. 1%，提

高了 6. 5%。农业生产率提高对总生产率影响不大的原因在于农业生产率提高会使农业劳动力减少，

另外则是农业生产率水平相对于工业生产率和服务业生产率也比较低。从表 3 可以看出，服务业生

产率提高对农业劳动份额影响不大，但是对工业和服务业影响较大。较低的替代弹性使服务业吸收

的劳动力大幅下降，更多的劳动力流入工业部门，工业劳动份额因此增加了近 1 倍，结果使总生产率

增长率平均值上升到 10． 4%，提高了 21%。如果农业和服务的生产率同时收敛到理论值，将会使更

多的农业劳动力流出并使服务业吸纳的劳动力下降，从而使总生产率增长率均值上升到 10． 7%，提高

了 26%。实验结果表明，服务业生产率收敛解释了总生产率上升的绝大部分，因此，提高服务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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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增长率对各省产业结构和总生产率有重要影响。

表 3 部门生产率收敛对产业结构和总生产率增长率的影响 %

劳动份额变化 生产率变化

农业 工业 服务业 增长率 变化率

全部地区
( 31)

真实值 /校准值 － 36． 6 / － 36． 6 8． 8 / 8． 9 27． 9 /27． 7 8． 6 /8． 6
实验 Aa 收敛 － 40． 5 10． 4 30． 1 9． 1 6． 5

As 收敛 － 36． 8 16． 2 20． 5 10． 4 21． 3
同时收敛 － 40． 7 18． 3 22． 4 10． 7 25． 7

高增长组
( 11)

真实值 /校准值 － 43． 7 / － 43． 7 15． 7 / 15． 9 28． 0 /27． 8 9． 6 /9． 6
实验 Aa 收敛 － 46． 6 17． 3 29． 4 10． 0 3． 8

As 收敛 － 43． 7 22． 0 21． 7 11． 0 14． 5
同时收敛 － 46． 7 23． 6 23． 1 11． 3 17． 2

均值组
( 1)

真实值 /校准值 － 45． 9 / － 45． 9 23． 4 /23． 4 22． 5 /22． 5 8． 5 /8． 5
实验 Aa 收敛 － 50． 1 25． 5 24． 5 8． 9 5． 0

As 收敛 － 45． 9 26． 4 19． 5 10． 0 17． 3
同时收敛 － 50． 1 28． 8 21． 3 10． 3 21． 4

低增长组
( 19)

真实值 /校准值 － 32． 8 / － 32． 8 5． 0 /5． 0 27． 8 /27． 7 8． 0 /8． 0
实验 Aa 收敛 － 37． 2 6． 7 30． 5 8． 6 7． 9

As 收敛 － 33． 0 13． 1 19． 9 10． 0 25． 0
同时收敛 － 37． 4 15． 3 22． 1 10． 4 30． 4

高替代弹性组
( 2)

真实值 /校准值 － 34． 0 / － 34． 0 5． 1 /5． 1 28． 9 /28． 9 7． 8 /7． 8
实验 Aa 收敛 － 39． 8 6． 6 33． 2 8． 6 10． 1

As 收敛 － 34． 1 2． 4 31． 8 10． 7 37． 9
同时收敛 － 39． 9 3． 5 36． 4 11． 2 44． 3

结构减速组
( 5)

真实值 /校准值 － 19． 5 / － 19． 5 －12．9 / －12．7 32． 4 /32． 3 8． 0 /8． 0
实验 Aa 收敛 － 20． 9 － 12． 3 33． 2 8． 4 4． 9

As 收敛 － 19． 9 － 1． 5 21． 4 9． 7 21． 9
同时收敛 － 21． 2 － 1． 0 22． 2 9． 9 24． 5

其他地区
( 12)

真实值 /校准值 － 37． 0 / － 37． 0 10． 9 /10． 9 26． 1 /26． 1 8． 0 /8． 0
实验 Aa 收敛 － 42． 5 13． 0 29． 5 8． 8 9． 2

As 收敛 － 37． 1 19． 9 17． 3 10． 0 24． 7
同时收敛 － 42． 7 23． 0 19． 7 10． 5 31． 2

注: 第一列小括号内数字为该组包含的地区数量。

由于低增长地区服务业与工业的生产率差距更大，因此部门生产率收敛使总生产率提高的幅度

也更大。例如，服务业与工业生产率比例收敛到理论值将分别使高增长地区和低增长地区的总生产

率增长率均值提高 14． 5%和 25% ( 表 3) 。总体上看，部门生产率收敛使低增长地区生产率增速提高

的幅度约为高增长地区提高幅度的 2 倍，正是这个原因，各省部门之间生产率收敛才有助于减少省际

之间的增长差距。农业和服务业生产率同时收敛时，高增长地区总生产率增长率均值只比整体增长

率均值高 0. 6% ( 实际高 1． 1% ) ，而所有低增长地区的总生产率增长率均值只低于整体均值 0． 3%
( 实际低 0． 6% ) 。因此，农业和服务业与工业的相对生产率收敛到理论值将分别使高增长地区和低

增长地区与总体增长率均值的差距减少近 50%，同时也使高增长地区总生产率增长率均值和低增长

地区的差距减少近一半。
图 5 给出了 1978—2015 年 31 个省份总生产率与平均总生产率比例的真实值和实验值。相对于

总生产率均值，一些地区经历了持续高增长，一些地区在快速增长后减速，而另外一些地区则持续在

—34—



周 克 部门之间生产率收敛对中国各省产业结构转型和总生产率的影响

图 5 部门劳动生产率收敛对总相对生产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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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除了陕西和贵州，农业生产率提高总体上对各省份的总生产率不会产生太大影响，而且随着农

业劳动力的流出，这种影响也不会持续。由于上海和浙江的服务业相对生产率非常接近理论值，因此

实验值与真实值差别不大。实际上，这两个地区的服务业劳动份额较高且替代弹性极低，提高服务业

生产率增速将会大幅度促进总生产率增长。除了这两个省市，服务业生产率提高对其他所有地区总

生产率产生了较大且持久的影响，不仅消除了一些省市的增长减速，也使低增长地区保持快速增长。
换言之，提高服务业生产率增长率可以使所有省市保持持续增长。如果农业和服务业与工业的相对

生产率同时收敛到理论值，则会使总相对生产率更大幅度地提高。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 一) 结论

第一，1978 年至今，中国各省市( 区) 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部门之间发展的不平衡程度也日益

加剧。一方面，农业和服务业与工业之间劳动生产率的差距随时间变化越来越大; 另一方面，总生产

率增长越慢的省份，部门之间生产率的差距越大。
第二，14 个高收入经济体的发展经验显示，随着总生产率的提高，农业与工业的生产率差距缓慢

减小。目前二者的比例在 0． 6 左右，而服务业生产率从较高水平逐渐收敛到工业生产率水平，中国绝

大多数省份的部门生产率差距远远超过了当前发展阶段应有的水平。
第三，各部门生产率增长及其差异所产生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很好地解释了 31 个省市

( 区) 产业结构的转型过程，其中，替代效应占据主导作用。部门之间较大的生产率差距在很大

程度上导致了低增长地区农业劳动力流出缓慢且主要流入服务业。具体来说，农产品收入需求

弹性较高以及较低的农业和服务业生产率增长率共同解释了低增长地区农业劳动力的缓慢下

降; 而服务业生产率增长率低于工业以及较高的服务业收入需求弹性共同解释了低增长地区产

业结构的服务化。
第四，自 1978 年以来，农业生产率增长对各省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最大，农业发展促使劳动力从

农业大规模地流入工业和服务业，对各地区生产率提高作出了 29% 的贡献。而工业生产率提高对总

生产率影响最大，解释了总生产率增长的 42%，服务业增长总体上解释了生产率增长的近 33%。
第五，农业与工业的相对生产率收敛到当前发展阶段的平均水平将会使各省总生产率增速平均

提高 7%，服务业收敛使其提高 21%，同时收敛则提高 26%。由于低增长地区的部门生产率差距更

大，生产率收敛使低增长地区总生产率增速提高的幅度约为高增长地区的 2 倍，因此各省部门之间生

产率收敛有助于减少省际增长差距。农业和服务业与工业的相对生产率收敛到理论值将会使高增长

地区和低增长地区的总生产率增长率均值差距减少近一半。
( 二) 政策建议

本文的分析表明，农业和服务业与工业生产率存在较大差距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低增长地区的

经济发展。基于此，我们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首先，农业和服务业与工业生产率之间较大的差距意味着资源存在错配，提高农业和服务业生产

率增速有助于促进资源流动并进一步推动经济增长。需要强调的是，仅仅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并不

能保证工业化进程，还需要提高服务业生产率才能真正促使劳动力由农业流入工业，避免过早地出现

“去工业化”。
其次，提高农业和服务业生产率增速( 尤其是服务业生产率增速) ，将会对所有省市( 区) 总生产

率产生较大且持久的影响，不仅能消除一些省市的增长减速，也可使低增长地区保持快速增长。
最后，第三产业中生产率最高的部门是生产性服务业，因此提高服务业生产率增速需要重点发展

包括研发设计、第三方物流、融资租赁、信息技术服务、节能环保服务、检验检测认证、电子商务、商务

咨询、服务外包、售后服务、人力资源服务和品牌建设等生产性服务业。需要注意的是，正是高技术制

造业的发展带动了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所以发展制造业并提高其技术水平，才能真正为生产性服务

业提供发展动力和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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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s of Productivity Convergence across Sectors on Industrial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Aggregate Productivity of Provinces in China

ZHOU Ke
( School of Economics，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Chengdu 610041，China)

Abstract: While China＇s provinces undergo rapid economic growth，productivity gaps between sectors in each province is
expanding． Provinces with slower growth of total productivity tend to have greater gaps． Through extending three-sector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this paper investigates influences of sectoral labor productivity gaps and their changes on structural transfor-
mation and aggregate productivity across provinces． The study shows that income effect and substitution effect of sectoral pro-
ductivity growth and its model explain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Lowerproductivity growth rate and high-
er income elasticities of agricultural and service industries in low-growthprovincestogether explain why the outflow of agricultural
labor force in these regions is slow and mainly enters the service sector． The productivity convergence across sectors，especially
the productivity improvement in services，will lead to more agricultural labor flow into the industry and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the aggregate productivity growth of all provinces，which will help to eliminate almost all experiences of slowdown and decline
in relative aggregate productivity across provinces． Therefore，the key to sustain steady economic growth is to increase produc-
tivity of agriculture and services to the level it should be at present． Productivity convergence across sectors within each prov-
ince also significantly reduces economic growth disparity across provinces．

Key words: industrial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provincial economic growth; sector productivity;

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檹

殢

殢殢
殢

convergence

《南京财经大学学报》征稿启事

《南京财经大学学报》是江苏省教育厅主管、南京财经大学主办的人文社会科学综合性

学术期刊，双月刊，CN: 32 － 1719 /F。自 1983 年创刊以来，先后被评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

心期刊、全国优秀人文社会科学学报、江苏省一级期刊、江苏省期刊方阵优秀提名期刊、中国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 AMI 综合评价来源期刊，同

时被中国期刊网、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CEPS 中文电子期刊服务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 光

盘版) 全文收录。
《南京财经大学学报》设置的主要栏目有: 名家专稿、国民经济与产业经济、金融与财税、

财务与会计、工商管理与公共管理、服务经济与服务贸易等。为进一步提高刊物质量，加强学

术交流，诚挚向全国高校、科研院所以及社会各界从事相关研究的专家和学者征稿。
1． 投稿网址: http: / /njjj． cbpt． cnki． net。
2． 稿件要求: 来稿内容需与栏目相契合，字数以 10000 ～ 15000 字为宜。
3． 优稿优酬: 本刊实行匿名审稿制度，所有录用稿件均免收版面费，并酌情给付稿费，优

稿优酬。
4． 请勿一稿多投，2 个月内未收到本刊用稿通知，作者可自行处理文稿。
5． 欢迎各位专家学者来电或邮件咨询，电话: 025 － 83495963，83495927，E-mail: ncbjb@

nufe． edu． cn。
《南京财经大学学报》编辑部

2019 年 1 月 30 日

—74—


